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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

叶锦涛

提要：高考复读制度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

文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关系。 研

究发现，在大学生中，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高于优势阶

层子女，且通过复读进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上升。 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

中，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在大学生中，考入重点大学

的复读生的阶层差异小于考入重点大学的应届生的阶层差异。 复读制度对

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格局的塑造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关注。
关键词：复读　 高等教育获得　 重点大学　 阶层不平等

一、研究问题

近年来，社会学领域有关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成果丰硕，已经得出了较

为一致的结论：第一，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和阶层差异越来越明显（李春玲，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刘精明，２００６；李煜，２００６；吴愈晓；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３ｂ）。 虽然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状况却在不断加

剧，这主要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 首先，在量的层次上，优势阶层子女进

入高等学府的机会更多（刘精明，２００６；李煜，２００６；郝大海，２００７）。 其次，高等教

育扩招主要是普通大学的扩招，而重点大学扩招数量非常有限，优势阶层子女除

了在“量”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之外，他们所获得的高等教育在“质”的层面也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杨东平，２００６；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刘精明，２０１４；吴晓刚，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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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刚、李忠路，２０１７；梁晨等，２０１７）。
第二，高等教育获得是基础教育累积的结果。 虽然高等教育获得存在明显

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但由于教育获得是一个不断循序渐进的过程（Ｍａｒｅ，１９８０），
这种差异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和结果，是基础教育不平等的延续。 研究表明，虽然

基础教育最不平等的阶段是在小学阶段（唐俊超，２０１５），但随后学校层次对于

教育获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前一阶段的重点学校获得会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学校

获得产生重要影响（王威海、顾源，２０１２；吴愈晓，２０１３ａ；唐俊超，２０１５）。 在累积

过程之中，除了学校层次之外，重点学校制度、课后补习班、教育分流和家长参与

等都是促成不平等结果的重要推手（方长春，２００５；王威海、顾源，２０１２；赵延东、
洪岩璧，２０１２；吴愈晓，２０１３ａ；庞圣民，２０１６）。

不难发现，关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现状、原因和机制的已有研究较为丰

富，但是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却被忽视了，既忽略了作为高等教育获

得途径之一的复读制度对不同阶层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

关注到复读对高等教育不平等格局的塑造和高等教育分配的作用。 从图 １ 可知，
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 年间，一方面，随着参加高考的

　 　 　 注：（１）本图使用的教育统计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
（２）复读人数 ＝ 高考报名人数 － 应届高三学生人数。 当然，这种计算方式只是对复读人数规

模的推算，存在一定的误差。 首先，每年有部分社会考生也会被算在复读生中，这会高估复

读人数规模。 其次，每年有部分应届高三学生因出国、保送等原因不会参加高考报名，这也

会高估复读人数规模。 最后，还可能有少量学生将其复读生身份改为应届生身份，这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复读生人数。

图 １　 高等教育扩招中的参加高考人数、复读人数及复读生上线率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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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不断上升，复读生规模也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复读生的高考上线率也

在不断上升。 结合复读生规模和上线率两个指标，可以发现复读制度在高等教

育资源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遗憾的是，有关复读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思辨层面，缺乏量化实证

研究（赵勇、陈卫，２０１２），而少量的关于复读的定量研究集中在复读能否有效提

高考试成绩和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上（张燕等，２０１９；康乐等，２０１９）。 基于此，本
文将采用“中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ＰＳＣＵＳ）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不

平等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对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生产机制开展进一步探

索。 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自从高等教育扩招以来，谁通过复读制

度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获得了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机会？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高等教育扩招、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

关于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认为，尽管 ２０ 世纪末高等教育开始扩

招，但并没有实现高等教育获得平等化的目标（李春玲，２０１０；杨中超，２０１６），不
平等程度反而在不断加剧。 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量研究

发现，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一般而言，家庭背景对于教

育获得的影响有两种机制：一是直接机制，即通过影响子女教育期望和学业成绩

影响教育获得；二是间接机制，即利用自身经济资源，通过赞助等形式为子女争

取教育资源，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证实（Ｓｅｗｅｌｌ ＆ Ｓｈａｈ，

１９６８ａ，１９６８ｂ）。 优势阶层往往具有高经济地位或高学历特征，并通过父母对子

女的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父母参与三种机制实现教育获得的目标。 拥有较高

学历的父母期望子女能够通过高等教育来继承和传递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
此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较高，也更倾向于让子女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

（Ｇｏｙｅｔｔｅ ＆ Ｘｉｅ，１９９９；Ｓｅｗｅｌｌ ＆ Ｓｈａｈ，１９６８ａ；王甫勤、时怡雯，２０１４），所以他们更

重视子女教育，愿意为此付出更多，也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子女学习过程之中

（王甫勤、时怡雯，２０１４）。 正是在参与子女学习的过程中，父母的激励、教育期

望和教育投入会影响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进而提高子女的教育成就动机和学

业成绩（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刘在花，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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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不平等的关系，布东将其划分为首属效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和次属效应（ｓｅｃｏ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Ｂｏｕｄｏｎ，１９７４）。 其中，首属效应是指

不同阶层为子女在提供教育和学习资源层面所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如优势阶

层往往通过为子女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和资源，帮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

（刘精明，２００８；赵延东、洪岩璧，２０１２），进而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学习动机和

学业成就。 因此，来自优势阶层的子女往往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学业中也表

现得更为突出。 关于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关系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提高学业成就，其影响甚至大于学校的影响（Ｓｉｒｉｎ，２００５；
Ｃｈｅａｄｌｅ，２００８；李忠路、邱泽奇、２０１６）。 那么这一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

般而言，家庭背景越好，父母越会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参与子女的

学习过程。
首先，他们往往会开展学前教育，以提升子女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唐一鹏等，２０１６），这会直接影响其后续求学阶段的学习成

绩（Ｂａｒｎｅｔｔ，１９９２）。 随着子女入学阶段不断提升，家庭背景因素在不断减弱，学
生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开始成为学业成绩的主导因素（唐俊超，２０１５）。
其次，家庭背景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考试成绩，进而影响其教育获得

（李春玲，２００３；方长春、风笑天，２００８；李春玲，２０１４）。
但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获得都需参加标

准的考试，阶层优势难以直接转化成为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优势。 优势阶层往往

会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来提高子女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进而帮助子女在考试

中胜出，例如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老师建立互动关系（赵延东、洪岩璧，２０１２），
或是直接辅导子女学习功课，培养子女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李忠路、邱
泽奇，２０１６），或是购买市场化的学习资源（课外辅导班）（李忠路、邱泽奇，２０１６；
庞圣民，２０１６；林晓珊，２０１８），等等。 换言之，在父母协作式培养模式下，其子女

学习能力往往也更强，学业成绩也更好（Ｃｈｅａｄｌｅ，２００８；拉鲁，２００９），更能在各级

标准化的考试中胜出，进入更好的学校，最终导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

就读学校的等级也越高（吴愈晓，２０１３ａ）。 学校层次对学生成绩和教育获得有

显著作用。 在小学升入初中阶段以后，尤其是进入重点初中以后，学生进入重点

高中的机会更大，而重点高中对进入重点大学又有非常明显的帮助（吴愈晓，
２０１３ａ；吴晓刚，２０１６）。 在学轨制的基础上，优势阶层子女将基础教育获得中的

优势延续到高等教育获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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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读：是无奈还是策略

现阶段，在中国社会中参加高考几乎是通往大学的唯一道路。① 因为高等

教育机会对于阶层流动和代际地位传递的效应较为明显，高考已经成为不同阶层

争夺高等教育机会的场所。 基于高考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优
势阶层往往会结合自身情况，并采取各类辅助手段来助力子女高考。 例如安排课

后辅导班、兴趣班，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帮助子女进入重点学校（李忠路、邱泽奇，
２０１５；庞圣民，２０１６），因为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进入重点大学（吴愈晓，２０１３ａ；唐
俊超，２０１５）。 或者通过参加各类竞赛，进而通过高考加分或自主招生政策进入重

点大学（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吴晓刚，２０１６；吴晓刚、李忠路，２０１７；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而这些都是弱势阶层难以实现的，因此他们在高考竞争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加之高等教育获得是一个累积过程，直接后果是不少弱势阶层很难在初次高考中

就直接考上大学。② 因此，不少“落榜”学生会选择复读，以提高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的概率。 由于东亚社会普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高等教育均需要通过标准化的

考试才能获得，复读制度和复读生也存在于日本、韩国等国家。 日本社会中的复读

生群体被称作“浪人”（Ｒｏｎｉｎ），因为他们脱离了正常的高中教育体系，也未进入高

等教育体系；日本也有专门针对复读生的学校（Ｙｏｂｉｋｏ）（Ｔｓｕｋａｄａ，１９８８）。
自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复读现象就一直存在，相关部门也未加干预。 高等教育

扩招后，２００２ 年教育部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中第 ７ 条明确规定，自 ２００２ 年秋季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教育资

源举办和开设复读班和招收复读生。 这是国家第一次从政策层面开始限制复读。
然而，这一举措未能有效控制复读生人数的规模，其人数反而开始快速增长。 因

此，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的“落实中职国家资助政策及 ２００７ 年招生任务中部片区座谈

会”上，时任教育部长作了关于“公办普通高中禁办复读班”的讲话。 从２００８ 年起，全
国公办高中禁止开设复读班和招收复读生。 此后，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出台禁止复读

的各种限制政策。 由于复读制度和复读生在我国存在时间较长，接近半个世纪，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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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 １９４９ 年之后到 １９７７ 年恢复高考之时，上大学的途径分别为参加院校考试（１９４９ 年）、参加高校联合招

生（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 年）、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１９５２ －１９６５ 年）、推荐上大学（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６ 年）以及参加高

考（１９７７ 年以后）。 目前，虽然有少量重点中学拥有推免资格，但是这类学校和推免人数非常之少。
这里更多指二类本科院校。
复读在我国有三个阶段：缓解正规教育对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压力（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５ 年）、帮助考生实现上

大学目标（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９ 年）以及帮助考生实现上好大学目标（１９９９ 年以后）。 在第三个阶段，复读开

始产生质的变化，复读成为考生规避考试风险，追求高等教育机会的一种策略（王占军，２００８；符太

胜、王培芳，２０１０）。



国复读生的规模较大，结构较为复杂，且产生原因较为多元。 在规模方面，结合

图 １ 可知，２０１９ 年有超过 ２４０ 万复读生。 有关省级层面复读人数规模的研究显

示，陕西省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８ 年复读生人数占当年高考报名总人数的比例平均

为 ２５％ （转引自田虎，２００９）。 在宁夏，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在参加高考的学生

中复读生比例连续三年超过 １８％ （张燕等，２０１９）。
有研究根据分数和复读意愿将复读生群体划分为高分复读者、主动复读者

和被动复读者（田虎，２００９）。 以往选择复读的大多是没能上线的考生，大部分

只是想上大学（二本及以上的学校）。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社会

观念和复读政策①的变化，复读的限制变少了，越来越多的参加复读的考生是想

实现上好大学的目标（杨东平，２００５）。
在高等教育扩招以前，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扩招以后这种平等已被打破（周扬、谢宇，２０２０）。 此后，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

逐渐饱和，大学生就业和收入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不少公司和岗

位越来越看重第一学历，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满意工作的门槛不断提高（Ｓｈａｖｉｔ
＆ Ｋｒａｕｓ，１９９０；潘艳，２０１６），使得考生和家长对“名校”的需求更加迫切（田虎，
２００９）。 这加强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使得复读生呈现明显的高

分化和主动性强的特征（唐国锋、徐梅，２００４）。 除了对名校的追求、考生自我定

位不清和高考志愿填报失误等原因之外，高分复读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高考录取

规则不能有效保护考生权利（陈益林、林韦，２００８；符太胜、王培芳，２０１０）。 综上

所述，无论对哪个阶层而言，复读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更
多时候是两者并存。

（三）谁在复读？
综上所述，不难梳理出一条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获得路径（详见图 ２）：优势

阶层对于子女教育期望高，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参与度较高，并在参与过程中将

教育期望传递给子女（赵延东、洪岩璧，２０１２；李忠路、邱泽奇，２０１６；林晓珊，
２０１８）。 优势阶层子女往往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享受了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学业

成绩更好，进入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的可能性也更大（吴愈晓，２０１３ａ；唐俊超，
２０１５；Ｙｅ，２０１５），而重点中学对于进入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帮助更大（王威

海、顾源，２０１２；吴愈晓，２０１３ａ；吴晓刚，２０１６）。 就算没能够进入重点学校享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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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教育部取消了对复读生年龄、婚姻、分数投档和专业录取等方面的要求和限制，复读

生获得了和应届生同等的高考地位与待遇。



质的基础教育资源，优势阶层子女也会通过市场化的教育资源来得到弥补（庞
圣民，２０１６），因此优势阶层的子女往往能够在高考中获胜。 不仅如此，优势阶层

的子女还可以通过自主招生推免、加分和减分等优惠政策进入重点大学（吴晓

刚，２０１６；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而对来自村镇地区的学生而言，由于我国城乡教育不断分化，他们接受的基

础教育质量普遍偏低，导致他们在高考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王香丽，２０１１）。
不少学生在第一次高考中因为基础较差或心理压力较大等原因难以考上大学，
与理想的大学更是无缘。 但高等教育扩招也让更多的弱势阶层子女看到了上大

学的希望，他们可以选择复读，通过“多学一年或者几年的方法”来实现上大学

目标（王香丽，２０１１）。 这样一来，优势阶层的子女是否还需要通过复读来强化

他们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呢？ 显然不需要。 因为他们已经赢在起跑线了，
大多在第一次高考中就能够胜出。 因此，优势阶层可能不那么需要通过复读来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弱势阶层则相反。

　 注：实心箭头表示可能性更高。

图 ２　 社会阶层、高考（复读）和高等教育获得关系结构图

次属效应是指不同阶层家庭在教育选择偏好上的结构性差异，不同阶层的

家庭和社会个体会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理性选择。 在

布东所定义的次属效应的基础上，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ＲＡＴ）将家庭和个人所处的阶层结构位置和所掌握的资源对个体教育获

得的影响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不平

等影响的原因和过程。 这一理论认为，家庭和个体在教育获得（升学）过程中的

决策是基于他们对预期收益、成本和承担风险的综合理性计算与考虑而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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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具有一定的微观性（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Ｂｒｅｅｎ ＆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７）。 但

是，由于不同阶层家庭和个人的预期不同，在所能承受的风险和成本的前提下，
其教育决策也不同。 在面对同一升学情境时，他们所做的选择也会存在巨大差

异，例如在高考结束后，不同阶层对复读的选择就不尽相同。
对学生及其家庭而言，是否选择复读是一次重要的抉择，是他们根据自身所处

的阶层结构位置做出的理性选择（Ｂｅｃｋｅｒ ＆ Ｈｅｃｋｅｎ，２００９）。 毕竟复读一方面需要

投入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对来自村镇的学生而言，这一年（甚至两年）的学费和生

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复读还要求学生投入额外的一年（甚至两

年）时间来学习。 而且，部分复读生可能由于学习压力和学习心态的问题（Ｋｏｙａ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在高考中不一定能获得比应届生更好的成绩，因此复读具有极强的风

险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成本方面，弱势阶层可能更看重的是经济成本，因此他们

往往会结合子女学业成绩（即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概率）来做出是否复读的决策。
因为学业成绩不突出的弱势阶层子女难以在家庭层面得到对复读的支持，遑论通

过复读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毕竟弱势阶层家庭会理性地对家庭所拥有的不多的资

源进行合理分配，让其发挥出最大效用（Ｂｅｃｋｅｒ ＆ 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９）。 优势阶层在乎的

则是时间成本，对经济成本的敏感性更低，即使子女学业成绩并不优秀，也并不一

定会妨碍他们做出让子女复读的决策。 那么，是否选择复读就不只是出于对高等

教育机会的追求，也是家庭和学生个体基于已有条件，在考虑风险及其预期收益的

前提下，经过各种权衡做出的理性选择。 相较于弱势阶层而言，优势阶层所掌握和

动员的资源更多，对升学的预期也更高，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更强。 综上所述，本文

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１ 是一对竞争性假设。
假设 １ １：在已入学的大学生中，相对于优势阶层子女，弱势阶层子女通过

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假设 １ ２：在已入学的大学生中，相对于弱势阶层子女，优势阶层子女通过

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四）为何复读？
在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领域，最大化维持不平等（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ＭＩ）假设和有效维持不平等（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Ｉ）
假设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ＭＭＩ 假设认为，在教育获得方面，由于优势阶层拥有

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源，随着教育扩张而增加的教育机会通常会被他们占据。 因

此，只有当优势阶层对于某类教育资源的获取达到饱和时，即该类教育资源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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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稀缺性时，教育资源才会向弱势阶层开放，这一类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

（Ｒａｆｔｅｒｙ ＆ Ｈｏｕｔ，１９９３）。 目前，ＭＭＩ 假设已经得到了各国的经验证实（郝大海，
２００７；Ｒｅｉｍｅｒ ＆ Ｐｏｌａｋ，２０１０；Ｂ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１；吴晓刚，２０１６）。 在 ＭＭＩ 假设的基础

上，卢卡斯（Ｓａｍｕｅｌ Ｒ Ｌｕｃａｓ）结合生命历程视角提出了 ＥＭＩ 假设：随着教育的不

断扩张，不同阶层在教育获得的“量”上会趋于平等。 但是教育获得不平等会继

续存在，优势阶层获得的高等教育资源的质量更高，因此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

会得到有效维持（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１）。 当前，ＥＭＩ 假设已经得到国内外研究的证实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１；Ａｙａｌｏｎ ＆ Ｓｈａｖｉｔ，２００４；吴愈晓，２０１３ａ）。
虽然 １９９９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大学生阶层来源

的数据也表明，弱势阶层子女越来越难以进入精英大学，精英大学逐渐被优势阶

层子女所占据（杨东平，２００６；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吴晓刚，２０１６；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无

独有偶，美国近年来弱势阶层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人数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大部

分都是集中在迅速扩张的营利性学校，这些学校收费更高，但毕业率、就业率和

毕业后的经济收入都更低（帕特南，２０１７）。 根据 ＭＭＩ 假设，普通大学教育机会

的获得已经相对公平，但是重点大学教育机会仍然属于稀缺资源。 根据 ＥＭＩ 假
设，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

实，即重点大学学生来源阶层化取向越来越明显（吴晓刚，２０１６；梁晨等，２０１７；郭
丛斌、王家齐，２０１８）。 显而易见，自从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阶层之间教育资

源的争夺已进入到有效维持不平等的阶段（李春玲，２０１０；吴愈晓，２０１３ａ）。
复读既是一种教育选择，也是高等教育获得的重要途径之一。 优势阶层对

子女教育获得有着更高的预期，并且也会影响到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王甫勤、
时怡雯，２０１４；吴愈晓，２０１６）。 根据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理论，为了能够实现阶

层地位的代际传递，他们也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子女的教育获得中来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８）。 但高等教育扩招增加的多是普通大学教育机会，因此在普

通大学门槛不断降低的大背景下，优势阶层的目标更可能是进入重点大学，①他

们更希望在高考中获得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 他们会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

势，借助各种制度去争夺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复读制度。 此外，优势

阶层为避免学历下降（侯利明，２０１５），也会督促初次高考成绩不佳的子女复读，
尽管其子女可能并不愿意。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优势阶层会借助复读这一方式

来强化其子女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取。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

９６１

论　 　 文 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

① 优势阶层子女教育期望更高，尽管高考分数可能较高，也会因为没有达到重点大学、自己理想大学的

分数线以及滑档等原因而选择复读。



假设 ２：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越来越高，村镇家庭的教育支付

能力也大幅度提升（冯淑娟、王一涛，２０１７），其中就包括对复读阶段的教育支

出。 毕竟，以往不少弱势阶层受制于经济原因，无法供其子女继续完成高中学

业，更不用提复读的可能性了。 其子女往往是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进入到劳

动力市场中。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更多弱势阶层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加
之他们坚信上大学可以实现社会流动，因此更可能选择复读，以提高获得高等教

育的概率。 他们相信公平的高考制度能够给他们一个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郑
若玲，２００７）。 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一方面，在一般的县城中学，复读班的上线

率通常在 ４０％ 左右，而应届高三学生的上线率一般只有 ２０％ 左右（王占军，
２００８）。 另一方面，复读能够有效提高高考成绩，进而有助于提升获得高等教育

机会的概率（杨高安，２００５；康乐等，２０１９；张燕等，２０１９）。
但由于弱势阶层在初次高考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需要通过复读的途径

来实现上大学的目标，以时间换成绩，这是他们最无奈也是最优的选择。 他们更

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能够短期内发挥效用的地方。 此外，自从高等教育

扩张以来，进入普通高校的机会也在快速增加，因此大部分选择去复读的弱势阶

层也更倾向于获得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机会。 总而言之，制约弱势阶层复读的

客观条件（如经济条件）在不断减少，而推动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主观期望因素

和客观有利条件在不断增多。 但相较于优势阶层而言，弱势阶层教育期望和高

等教育获取能力相对较低，能投入的资源也更有限，其子女选择复读更多是为了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当他们的分数能够上大学时，出于现实考虑，他们往往也不

会选择复读。 而对于优势阶层而言，他们对高等教育的诉求更多是实现阶层代

际地位的传递，更期待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 基于此，结合 ＲＡＴ、ＭＭＩ 和 ＥＭＩ
假设的内容和前文的综述，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３：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大学生中，弱势阶

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不断提高。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 （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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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简称 ＰＳＣＵＳ）。 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

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自
２０１３ 年实施基线调查以来，每年执行一轮追踪调查，收集大学生在校期间以及

毕业之后的社会人口背景、学习成长、价值观念与就业状况等诸多信息。 ＰＳＣＵＳ
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把“学校—专业—班级”作为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

进行抽样，在初级抽样单元的设计上，该调查兼顾了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

地域的不同，以此提高样本的代表性，降低抽样误差。 本文所使用数据包含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数据，样本量为 ２９３８５，其中复读生样本为 ２７６７。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是否为复读生（１ ＝ 复读生，０ ＝ 应届生）和大学层级

（１ ＝重点大学，０ ＝非重点大学），其中重点大学包括 ２１１ 院校和 ９８５ 院校。 样本

中，复读生占 ９ ４２％ ，重点大学学生占 ４５ ６３％ 。 核心自变量为家庭背景，将家

庭背景操作化为家庭收入以及父亲学历（１ ＝ 大专及以上，０ ＝ 高中及以下）和高

考前家庭居住地（１ ＝ 县城和城市，０ ＝ 村镇）。 家庭收入变量是一个定序变量，
总共有 １６ 个层级，分别为 ５００ 元以下、５０１ － １０００ 元、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０ 元、２００１ －
３０００ 元、３００１ － ４０００ 元、４００１ － ５０００ 元、５００１ － ６０００ 元、６００１ － ７０００ 元、７００１ －
８０００ 元、８００１ － ９０００ 元、９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０ 元、１０００１ － １５０００ 元、１５００１ － ２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０１ － ３００００ 元、３０００１ － ５００００ 元以及 ５００００ 元以上。 样本中，父亲学历为大

专及以上者占 ２４ １４％ ，高考前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者占 ４７ ７３％ 。
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重点高中学生、年龄、生源地和入学年次等为控制

变量。 样本中，男性占 ４７ ２４％ ，独生子女占 ５９ ２３％ ，重点高中学生占 ７４ ５４％ ，
年龄均值为 ２０ ３４４，标准差为 １ ９７。 由于不同省市自治区的高考竞争激烈度存

在差异，为了更好地控制地区间差异，将生源地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
南、西北六个地区。 为了更好地考察不同年份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保证每

个年份在交互分组中都有充足的样本，将 ２０１０ 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８ 个年份划分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四个年次。
从表 １ 中可知，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比例

（８６ ４８％ ）明显高于应届生（７４ ７５％ ）。 在家庭收入方面，考上大学的复读生均

值（５ ０８３）低于应届生均值（６ ５７９）。 在高考前家庭居住地方面，考上大学的复

读生来自村镇的比例（６８ ８１％ ）高于应届生（５０ ５６％ ）。 从考上大学的复读生

的家庭背景来看，在非重点大学中，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的比例

１７１

论　 　 文 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



分别为 ９１ ８９％和 ８ １１％ ；在重点大学中，这一比例分别为 ７７ １７％和 ２２ ８３％ 。
在家庭收入方面，进入重点大学的复读生的家庭收入（６ ０２５）明显高于进入非

重点大学的复读生（４ ５３７）。 在家庭居住地方面，进入重点大学的复读生来自

县城和城市的比例（４０ ２６％ ）高于非重点大学复读生中来自县城和城市的学生

占比（２５ ９３％）。 从表 １ 描述结果来看，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的家庭背景明显差于应

届生；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更高。

　 表 １ 样本描述

变量 取值 复读生 应届生 非重点大学复读生 重点大学复读生

父亲学历
高中及以下 ８６ ４８％ ７４ ７５％ ９１ ８９％ ７７ １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３ ５２％ ２５ ２５％ ８ １１％ ２２ ８３％

家庭收入
均值 ５ ０８３ ６ ５７９ ４ ５３７ ６ ０２５

标准差 （２ ９６４） （３ ６７９） （２ ６０２） （３ ２９９）

高考前家庭居住地
村镇 ６８ ８１％ ５０ ５６％ ７４ ０７％ ５９ ７４％

县城和城市 ３１ １９％ ４９ ４４％ ２５ ９３％ ４０ ２６％

样本量 ２７６７ ２６６１８ １７５１ １０１６

具体是哪些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状况，将
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进行论述。 在研究发现部分，本文将采用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进行分析。

四、研究发现

表 ２ 报告了大学生群体内不同家庭背景学生通过复读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

状况。 由表 ２ 模型 １ 可知，在大学生中，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

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根据系数方向判断，前者通

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低于后者。 其次，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

学的发生比越低（Ｐ ＜０ ００１），家庭收入每提高一个层级，发生比下降 ６ ５％ （１ －
ｅ －０ ０６７）。 最后，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通过复读

考上大学的发生比率（ＯＲ）为 ０ ７１７（ｅ －０ ３３２），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的学生通

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要比来自村镇的学生低 ２８ ３％ （１ － ｅ －０ ３３２，Ｐ ＜０ ００１）。
在大学生中，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通过复读进入大学的发生比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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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通过复读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父亲学历
（参照组为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 ０ ０９８　 　 － ０ ３０５∗∗ 　 ０ ５５９ ＋ 　 － ０ ３０４∗∗ 　 － ０ ３０１∗∗

　 （０ ０７０） 　 （０ １１４） 　 （０ ３３９）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５）

家庭收入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６７ ＋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２）

家庭居住地
（参照组为村镇）

　 县城和城市
　 － ０ ３３２∗∗∗ 　 － ０ ４４８∗∗∗ 　 － ０ ４４６∗∗∗ 　 － ０ ４４８∗∗∗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７） 　 （０ ２３０）

入学年次
　 － ０ ００８ 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４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６）

大专及以上 × 入学年次
　 － ０ ３２５∗∗

　 （０ １２３）

家庭收入 × 入学年次
　 － ０ ００７ ０

　 （０ ０１３）

县城和城市 × 入学年次
　 － ０ １４４ ＋

　 （０ ０７９）

截距
　 － ８ ４４２∗∗∗ 　 － ５ ２９７∗∗∗ － ５ ３９１∗∗∗ 　 － ５ ３７６∗∗∗ 　 － ５ ３８３∗∗∗

　 （０ ２８３） 　 （０ ４３６） （０ ４３８） 　 （０ ４６３） 　 （０ ４３９）

－ ２ＬＬ － ７９６８ ８３２　 　 － ３３８６ ９９　 　 － ３３８３ ４７２　 　 － ３３８６ ８６２　 　 － ３３８５ ３３５　 　

伪 Ｒ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８

样本量 ２９３８５　 　 　 ７３８１　 　 　 ７３８１　 　 　 ７３８１　 　 　 ７３８１　 　

　 　 注：（１）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括号内为标准误。

如前所述，与优势阶层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和需求不同，对弱势阶层而言，其
子女选择复读更多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即获得进入普通大学的机会。 表

２ 模型 ２ 报告了在大学生中不同阶层的子女通过复读获得普通大学教育机会的

状况。 根据回归结果，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学生通过复读考

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率为 ０ ７３７（ｅ － ０ ３０５），前者通过复读进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

要比后者低 ２６ ３％ （１ － ｅ － ０ ３０５，Ｐ ＜ ０ ０１）。 其次，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通过复

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越低（Ｐ ＜ ０ ００１），家庭收入每提高一个层级，发生比

下降 ８ １％ （１ － ｅ － ０ ０８５）。 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和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

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率为 ０ ６３９（ｅ － ０ ４４８），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

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要比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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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１％ （１ － ｅ － ０ ４４８，Ｐ ＜ ０ ００１）。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跨度大，可能忽视了复读与高等教育

获得的影响因素的变化状况。 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扩张

以来不同家庭背景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差异及其变化状况，表 ２ 报告

了复读与普通大学获得关系的变化状况（表 ２ 模型 ３ － 模型 ５）。 结合表 ２ 模型

３ 和模型 ５ 可知，父亲学历和家庭居住地与入学年次的交互项系数都是显著的。
这表明在大学生中，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入学年份的不断推后），一方面

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有

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通过

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也存在明显差异。
结合图 ３（ａ）可知，随着入学年份不断推后，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学生

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下降，而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学生

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上升，并且后者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

的发生比在 ２０１２ 年后开始超过前者。 结合图 ３（ｂ）可知，随着入学年份的不断

推后，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的学生通过复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

下降，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通过复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上升，并
且两者的发生比的差距也在逐年增大。 在家庭收入方面，结合表 ２ 模型 ４ 可知，
家庭收入与入学年次的交互项系数不具有显著性。 表 ２ 模型 ３ － 模型 ５ 的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在已入学的大学生中，弱势阶层子女通过

复读进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不断提高，假设 ３ 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在大学生内部，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尤其是

普通大学）的发生比有显著差异，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更

高，而优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较低，假设 １ １ 得到验证。 本质

上而言，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资源获得城乡和阶层不平等的结果之一。
表 ３ 报告了考上大学的复读生获得重点大学教育机会的状况（以非重点大

学为参照组）。 根据表 ３ 模型 １ 可知，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父亲学历为大专

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复读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为 １ ９７６（ｅ０ ６８１，Ｐ ＜
０ ００１），即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是后者的 １ ９７６ 倍。 父亲学历对复读生

进入重点大学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存在显著的学历下降回避效应（侯利明，
２０１５）。 对出身于优势阶层的复读生而言，学历下降回避除了“量”上的回避之

外，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招，也更加注重“质”上的回避，他们的要求不再是上大

学这么简单，而是想上重点大学。 本文的研究结果较好地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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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家庭背景对复读生高等教育（普通大学）获得影响的变迁

其次，家庭收入对复读学生能否进入重点大学有显著影响（Ｐ ＜０ ０１），对复读

生而言，家庭收入每提升一个等级，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提高 ６ １％ （ｅ０ ０５９ － １）。
最后，家庭居住地对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的高等教育获得没有显著性影响。 已有

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优势阶层居于主导地位（杨东平，２００６；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吴晓刚，２０１６；Ｗｕ ＆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表 ３ 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也表明，
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的高等教育获得方面，仍然是优势阶层子女表现出显著的

优势。 为了更好地考察复读与不同阶层高等教育获得的关系，表 ３ 模型 ４ 到模

型 ６ 依次加入复读与家庭背景的交互项。 结合表 ３ 模型 ４ 可知，在考上大学的

复读生中，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

为 １ ３０１（ｅ０ ２６３），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是后者的 １ ３０１ 倍。 在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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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届生中，这一发生比率为 ２ ５８３（ｅ０ ９４９）。 根据表 ３ 模型 ６ 可知，家庭居住地

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复读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为 ０ ７５１
（ｅ － ０ ２８７）；在应届生中，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进

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为 １ ５３１（ｅ０ ４２６）。
在家庭收入方面，根据表 ３ 模型 ５ 和图 ４ 可知，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和应届

生中，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都在提升；但需要注意

的是，家庭收入对应届生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而对复读生的影响更小。 众

所周知，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具

有一定的异质性，父亲学历、家庭收入和家庭居住地对应届生高等教育获得的影

响更大。 总体而言，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优势阶层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获得

中处于主导地位，假设 ２ 得到证实。

　 表 ３ 复读与重点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父亲学历（参照组
为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０ ６８１∗∗∗ ０ ８９８∗∗∗ ０ ８９８∗∗∗ ０ ９４９∗∗∗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６∗∗∗

（０ １６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家庭收入
０ ０５９∗∗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家庭居住地（参照
组为村镇）

　 县城和城市
－ ０ １３３　 ０ ３６０∗∗∗ ０ ３６０∗∗∗ ０ ３６３∗∗∗ ０ ３６０∗∗∗ ０ ４２６∗∗∗

（０ １２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８）

入学年次
－ ０ ４６４∗∗∗ － ０ ５３２∗∗∗ － ０ ５３０∗∗∗ － ０ ５３３∗∗∗ － ０ ５３２∗∗∗ － ０ ５３３∗∗∗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高考前身份

　 复读生
０ ０７６ ０ １１４ ０ １８１∗∗ ０ ４５２∗∗∗ ０ ３３１∗∗∗

（０ ０５５） （０ １７２） （０ ０５９） （０ １０８） （０ ０６７）

入学年次 ×
复读生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２）

大专及以上 ×
复读生

－ ０ ６８６∗∗∗

（０ １４５）

家庭收入 ×
复读生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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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县城和城市 ×
复读生

－ ０ ７１３∗∗∗

（０ １１０）

截距
０ ７１０ － １ １５５∗∗∗ － １ １６０∗∗∗ － １ １４６∗∗∗ － １ １８６∗∗∗ － １ １７８∗∗∗

（０ ６７８） （０ ２２５） （０ ２２６） （０ ２２５） （０ ２２５） （０ ２２５）

－ ２ＬＬ － １１９７ ５９６ － １２９５９ ２６４ － １２９５９ ２３７ － １２９４８ ３７２ － １２９５１ ２９９ － １２９３８ ４６９

伪 Ｒ２ ０ ３４２ ０ ３６２ ０ ３６２ ０ ３６３ ０ ３６３ ０ ３６３

样本量 ２７６７ ２９３８５ ２９３８５ ２９３８５ ２９３８５ ２９３８５

　 　 注：（１）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２）括号内为标准误。

图 ４　 家庭背景对复读生和应届生高等教育获得（重点大学）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在高等教育扩招、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和高等教育分配不平等等因素的综合

推动下，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争夺也越来越

激烈，复读生规模也越来越大（详见图 １），复读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产生的

影响也越来越大。 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 （ＰＳＣＵＳ），以
家庭背景为核心自变量，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进行考察。 研究发现，在大

学生中，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高于优势阶层子女，且通过复

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上升。 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优势阶层子女

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在大学生中，考入重点大学的复读生的阶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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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考入重点大学的应届生的阶层差异。 对弱势阶层子女而言，通过复读考上

大学既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理性策略；对优势阶层而言，复读则更多是一

种理性策略。
本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弱势阶层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初次

高考中也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通过复读来提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 如前所

述，这是基础教育分化和不平等累积的产物，也是高等教育获得城乡和阶层不平

等的体现。 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考试制度的标准化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弱势阶层有能力也逐步意识到可以通过复读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是他们

最无奈也是最优的选择。 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相较于优势阶层子

女，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尤其是普通大学的发生比高于优势阶层子

女。 而优势阶层子女则不同，因为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

育资源，学业成绩也较好，在第一次高考中就能够胜出，不那么需要通过复读来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复读制度的存在为弱势阶层多次参加高考以及获得高等教

育机会提供了额外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资源分配。 当然，也
有研究者认为复读制度和复读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届生的高等教育获得和

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平性（田虎，２００９；王香丽，２０１１）。
本文的分析还发现，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群体中，优势阶层获得了更多进入

重点大学的机会，复读制度可能是重点高校阶层化重要推手之一。 自从高等教

育扩招以来，进入大学的门槛不断降低，不同阶层在高等教育获得“量”上的不

平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在“质”上的阶层差距却在不断扩大。 这也

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帕特南，２０１７）。 因为优势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

上大学比例就相对较高，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占有较为充分，更在意对高等教育

“质”的追求。 但他们对于重点大学的占有远没有饱和，也很难饱和。 因此，优
势阶层会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借助各种制度和途

径去争夺重点大学机会，而复读制度只是其中之一。 毕竟在普通大学门槛不断

降低的大背景下，优势阶层的目标是进入重点大学，进而更好地实现阶层代际地

位传递的目标。 本研究的结果也较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与日本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

日本社会中，复读学费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存在一定的门槛。 优势阶层更可能发生

复读行为，并通过复读考入重点大学。 举例来说，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日本的

两所精英大学之中均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有复读经历（Ｔｓｕｋａｄａ，１９８８；Ｏｎｏ，２００７）。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分析，丰富了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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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拓展了对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产生原因和机制的研究。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分配过程之中，ＥＭＩ 假设和 ＭＭＩ 假设的解

释力并存。 在理解复读生群体高等教育获得方面，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理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ＲＡＴ）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虽然

复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优势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提供了渠道，但也为

弱势阶层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主要是普通大学）提供了机会。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由于分析样本是已经考上大学的群体，而没

能将选择复读但却没有考上大学的样本纳入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 还有

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本文所使用调查数据在前期重点大学样本比例较高，后
期的调查中纳入了更多的高职专科院校和普通大学样本。 为了检验分析结果的

稳健性，笔者对前期和后期数据分别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两期数据的分析

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因此，也期待未来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数据和研究对

这一议题开展更加全面、客观和系统的探索，进一步丰富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

关系的研究。
最后，对复读生而言，无论是主动复读还是被动复读，复读都注定成为他们

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经历。 相较于第一次就能考上大学的应届生，至少经历

过两次高考的复读生在复读过程中承受着初次参加高考的学生群体不曾承受过

的压力，这种经历对他们在大学的学业表现、心理健康和读研意愿等都存在影

响。 因此，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分析复读经历对复读生群体的学习、生活和

发展等的影响，将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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